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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键日期是考察国际法争端中法律关系的时间维度，是争议的法律关系已经明确化的日
期。关键日期对确认争端中的事实有重要意义，对证据材料的可采性有重要影响。日本有关研究

将日本二战后放弃南沙群岛的时间确定为南沙群岛领土主权争端的关键日期，得出南沙群岛是主

权归属不明的争议领土的结论。关键日期只适用于考察争端当事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第三方无

关。日本对南沙群岛的非法行为不能作为确定南沙群岛领土争端关键日期的依据，也无法改变南

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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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对南海领土争端长期保持关注。日本和平
安全保障研究所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就南海周边领

土问题展开研究。日方以关键日期为首要判断依据

和主要分析角度，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归属进行

分析。日方的相关研究是否符合国际法，其结论是

否能够成立？笔者试图对此予以展开分析，以期从

关键日期角度对南沙群岛领土主权归属争端进行深

入思考。

一、《南海周边的领土问题》报告对

南沙群岛领土问题的主要观点

　　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于２００５年受日本外
务省委托，就南海周边领土所涉相关问题开展专门

研究，并编写《南海周边的领土问题》的研究报告
①

（下称“报告”）。“报告”从多角度对南海周边领土

问题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予以研判。

“报告”判断南海争端的核心是南沙群岛，所涉

　　　　　　

国际法问题是领土主权归属问题。“报告”提出将

南沙群岛领土争端的关键日期确定在１９４６年，并以
此为时间节点分析中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对

南沙群岛的主张和行为，能否作为拥有领土主权的

根据。

“报告”从其所认为解决类似问题的国际司法

和仲裁案例中寻求判断南沙群岛领土主权归属的法

理依据。包括“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主权案”
［１］、

“明基埃群岛和埃克里荷斯案”
［２］、“东格陵兰岛法

律地位案”
［３］
和“帕尔马斯岛案”

［４］
作为判断南沙群

岛问题的法律依据。“报告”从中归纳出关键日期

等１１项法理依据。
在确定关键日期并设立法理判断依据后，“报

告”即分阶段考察关键日期前的各国实践。

一是考察２０世纪前中国和越南的历史性主张
的法律效力。“报告”认为，根据两国各自主张的史

料及国家行为，两国都不满足无主地先占的要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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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关键日期前满足证明“权利根据”①存在的有效性

要件，不能证明自古以来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存在。

二是考察２０世纪以来到１９４６年前日本、法国
和中国相关实践的法律效力。“报告”首先列出日

本在南沙群岛的活动。“报告”考察法国实践时认

为，法国对南沙群岛的占领和先占主张，不符合国际

法上的先占。首先，法国没有先占南沙群岛的意图。

其次，法国也不符合先占所需的有效管辖。就中国

在此期间的实践，“报告”认为，中国对南沙群岛缺

乏主权意识，中国在关键日期前行使主权的事实无

法发现，其权利“有效性”也不能成立。

“报告”还对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实践进行分

析。“报告”认为，菲律宾对南沙群岛东北部的占领

不能满足有效占有的要件。马来西亚无论是主张先

占还是主张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都欠缺国际法

依据。

“报告”最终得出结论，中国、越南、菲律宾、马

来西亚，缺乏拥有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国际法依据。

南沙群岛是争议中的领土，争端各国都不拥有明确

的领土主权。

二、“报告”确定关键日期的依据

关键日期是“报告”研判南沙群岛领土归属的

主要法理基础。“报告”没有阐述将１９４６年确立为
关键日期的理由，本文将对“报告”对关键日期在南

沙群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上的适用进行剖析。

１．关键日期的国际法理论
国际法上争端的发生和解决在时间上往往相距

甚远。时间因素成为考察国际法上争端的重要维

度。关键日期曾是隐含在领土争端之中的概念
［５］，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实践中逐渐
被提出，对领土争端解决的作用和影响值得关注。

（１）关键日期的概念
法律是利益冲突的调整工具和判断标准

［６］４１。

“权利”是整个法律制度的基础概念之一
［６］３７。所有

的法律关系都可以被归结为权利与义务。
［７］４０、４４

国际

法与一般法律一样，以确保值得法律保护的不同利

益的共存为目标
［４］８６６。国际法上的争端解决，要确

定法律关系及权利的最终归属，权利形成中的时间

要素对权利冲突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评判经历了

不同历史时期权利的前提性问题是，需要对到何时

为止的法律关系做出判断
［８］１９４。“何时为止”正是

关键日期所关注的问题。

所谓关键日期，尚无统一定义。约翰逊认为，关

键日期是当事方在该日期后的行为不能影响法律情

势的日期
［９］３４２。菲茨莫里斯认同约翰逊对关键日期

概念的界定
［５］，并将关键日期研究向系统化推进。

格尔蒂认为，关键日期是指某段时期的最后时点，争

端的实质性事实已发生，争端方在此之后的行为不

能对争端产生影响
［１０］１２５１。肖认为，关键日期是指当

事各方的权利已经明确，因此该日期以后的行为就

不能够改变其法律立场的时刻
［１１］。

中国学者张新军表示，关键日期是在审判机关

通过受理某一案件表明某一法律争端已然产生并且

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该法律争端诞生的那一时

刻
［８］２０７。王军敏认为，关键日期实际上就是争端正

式产生的日期
［１２］。张海文认为，关键日期是在审批

机关通过受理某一案件表明某一法律争端已然产生

并且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该法律争端诞生的那一时

刻。法院可以不考虑关键日期之后所发生的法律关

系的变化和相关法律规则的变化。争端各方在关键

日期确定后所做的一切行为无效
［１３］。就领土争端

而言，刘文宗认为，关键日期是指当事国双方在确立

自己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时相互开始产生矛盾的那一

天
［１４］。张卫彬提出，关键日期是指当事方对领土主

权提出竞争性主张之时，或领土主权归属已经得以

明确化的关键时刻
［１５］。

可见，关键日期是从时间维度上对国际法上争

端中的法律关系的判断。对关键日期定义的不同观

点，本质都是要指向争端中法律关系的明确化，产生

对等的冲突。关键日期可以说是争议的法律关系已

经明确化的日期。

（２）关键日期的作用
国际争端多较为复杂，从产生到解决往往涉及

不同历史时期的诸多权利主张和证据。“关键日期

就像一把刀，在不断构筑的法律关系和不断变动的

法律上截取了某一时点”
［８］２１６，来检验或选择相关事

实，判定法律关系。诚如格尔蒂所说，关键日期的传

统和证据意义是为了防止各方弄虚作假，即当事方

在关键日期时明确其在争端中的立场，以确立诉讼

标的
［１０］１２６６。

关键日期影响对争端方行为效力及在争取主权

归属上作用的判断和证据的可采性。关键日期问题

“始终是和争端的事实和实体紧密联系在一

起”
［１］２６。关键日期一旦确定，“时间被认为停止在

该日期。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那时的既

存情势。无论既存情势如何，它在法律上被视为仍

然存在，并支配各方权利”
［５］２１。关键日期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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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领土的“权利根据”（译注：日文为“权原”，可以翻译为“所有权”或“权利根据”）是指作为“取得领土主权的依据”的事实。



意味着争端当事方实际立场的冻结。争端当事方的

权利取决于关键日期前的事实。关键日期前的事实

具有实体上的价值，属于创设权利的事实；关键日期

后的事实不能创设或完善权利，只是具有证据和证

明作用，具有从属性
［１０］１２５４。就领土主权争端而言，

一旦确定关键日期，如果一方在此前拥有领土主权，

那么现在和以后也仍然有；反之，如果以前没有，现

在和以后也仍然没有，其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

改变那时存在的情况
［１５］６８。关键日期为争端方提供

了积极宣示主权或确立权利和采取果断措施对抗他

国主张的绝佳机会，并排除了弄虚作假的诱惑和可

能
［１０］１２５３。对进入法律方式解决的争端而言，关键日

期影响相关证据材料在争端中的可采性
［１６］。确定

关键日期后，要重点审查关键日期前的证据材料是

否形成了创设或者巩固权利的事实，以判断权利的

归属。关键日期之后事实的可采性是次要的，取决

于其是否是关键日期前实质性事件的持续或有效阐

明
［１０］。国际争端解决机构还可通过确定关键日期

自动排除争端当事国意在打破现状并从中获利而实

施的行为
［１７］。

关键日期影响争端案件管辖权的确定、适用法

律的选择。首先，当一国以所涉争端产生在其同意

或允许“任择条款”
［１８］①前为由，寻求排除国际法

院管辖权的案件时，关键日期可发挥作用
［１０］。在

“印度通行权案”中，国际法院就援引关键日期，认

定由于印度在１９５４年的拒绝使得争端产生，该争
端不受印度对任意强制管辖时间保留的影响，并

确定对该案的管辖权
［１９］。其次，关键日期对法律

适用的影响，主要是指关键日期前后法律发生变

化时，排除关键日期之后的法律
［１９］。任何法律都

有调控的时空范围。关键日期就是对到何时为止

的法律做出判断。在关键日期前，判断争端方行

为、事件、法令、主张的效力及作用大小的依据就

是与之同时的国际法规则。关键日期的确立，排

除了其后法律规则的变化对争端中法律关系的

影响。

可见，关键日期是设定了一个时间跨度。由于

一般国际法没有确立权利巩固或完善的固定期限，

关键日期提供了一个功能性的时间结点，以供国家

在此之前巩固或完善对争议领土的权利或类似地役

权的权利
［１０］。关键日期后事实在争端解决中的作

用，取决于其是否是关键日期前实质性事件的持续

或有效阐明。

（３）关键日期的确定
如何确定关键日期，尚无统一标准。是否所有

领土争端都会存在关键日期及其确定问题，理论上

还存有不同看法。

菲茨莫里斯认为，关键日期可分为不证自明的

和非不证自明两类。不证自明的关键日期是指，依

聚焦原则，当案件中存在因聚焦于具体争端而必然

确定相关法律状态的条约或事件时，关键日期的选

择是显而易见的。非不证自明的关键日期是指，争

端聚焦不明确时的关键日期，以争端的具体化来确

定。非不证自明关键日期的确定应“既不过早也不

过晚”
［５］２４，即符合具体化争端的意愿。在争端一方

拒绝或回避解决争端，等采取各种手段改善自身法

律地位后，才表示愿意交付仲裁时，此时若以提交争

端解决的日期为关键日期，则对一直善意致力于解

决争端的相对方是极不公平。此时，应以首次提议

仲裁的日期为关键日期。

关键日期，没有特定的确定公式，多随个案具体

情形而定。只有厘清争端的产生，与争端相关的重

大和实质的事实，双方法律立场明显分化并具有法

律解决的可能性
［１０］②等问题，才能确定关键日期。

选择关键日期目的是确保在考虑案件所有情势的情

况下，根据正义和公平原则裁决争端。关键日期概

念意在使每个当事国的真正依据得到公正对

待
［５］２４。在公平正义的理念和原则指引下，全方位

剖析各种事实、行为和法律情势，寻找争端产生的真

正原因和事实，才能最终确定关键日期。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特别确立关键日

期。在领土主权争端中，如果存在有决定性的主权

行为或条约，法律关系足够明晰，就无需特别确定关

键日期，根据这些行为或条约就判定权利归属。如

果争端不具备上述条件，并涉及远古的权利和复杂

历史的情况下，确定关键日期就较为重要。正如布

朗利所说：“在某些情形下，它取决于适用于特定事

实不可避免的法律逻辑；在其他情形下，则依据限定

有关重要事实和争端存在之前行为的决定程序的时

间必要性予以确定”
［２０］。

无论如何，面对究竟哪一个时点应该被确定为

关键日期的不同主张时，必须从错综复杂的事实中

确定究竟是哪些事实或行为使争端构成具体的法律

问题，以此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判断。关键日期只能

也只应在不同的争端中视具体事实而决定。

·６８·

①

②

即任意强制管辖。《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可以选择做出单方面声明，承认对于接受同样义务的任何其他国家，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强

制性的。

可以被作为一种“诉讼标的”。



２．关键日期的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
有关争端解决的国际实践，已引入关键日期来

判断案情。“报告”援引的四个案例就是不同历史

时期中领土争端解决的代表性案例。四个案例都是

关键日期问题发展上的重要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

帕尔马斯岛案是常设仲裁法院受理的美国与荷

兰对帕尔马斯岛领土主权归属的争端案件。美国认

为该岛由西班牙经１８９８年订立的《巴黎条约》割让
给美国；荷兰则主张以对该岛实施主权达２００多年
而拥有主权

［２１］。关键日期被公认为由该案独任仲

裁员胡伯在裁决中首次提出
［４］。该案裁决以签订

《巴黎条约》的１８９８年为该案关键日期。从法律关
系构成的角度而言，《巴黎条约》的签订使得争端当

事方的主体资格和权利主张对立满足了争端的构成

要件，争端自此产生。以《巴黎条约》的签订日期作

为关键日期，也就表明其所指的关键日期实际上就

是争端产生的日期。

东格陵兰岛法律地位案是常设国际法院受理的

丹麦与挪威对东格陵兰岛领土主权归属的争端案

件。该案关键日期被确定为挪威发表声明的１９３１
年７月１０日。常设国际法院认定，没有必要要求丹
麦对格陵兰的主权要在所主张的整个时期内都存

在。即便丹麦不能证明主权在较早时期已存在，这

也不能排除认定，丹麦在挪威占有发生前已足以建

立有效所有权
［２２］。换言之，从法律关系构成的角度

而言，挪威的声明造成丹麦和挪威之间的权利主张

对立，此时争端产生。常设国际法院以挪威发表声

明的日期作为关键日期，也就表明其所指的关键日

期实际上是争端产生的日期。

明基埃群岛和埃克里荷斯群岛案是国际法院受

理的英国与法国对两群岛领土主权归属的争端案

件。国际法院认为，两群岛主权争端在法国对两群

岛首次提出主权要求的时候产生。国际法院认为，

针对案情，还应审查除以改善法律地位为目的举措

之外的双方在此后的行为
［２］５９６０。

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主权案是国际法院受理的

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对该两岛领土主权归属的争

端案件。两国都认同大陆架划界谈判的１９６９年为
关键日期。这也得到了国际法院的认可。两国的分

歧在于关键日期对证据的影响。国际法院表示，除

了先前行为的正常持续且不以改善当事方据以依赖

的法律地位为目的的行为，争端具体化后发生的行

为不能被考虑。

“报告”从关键日期首次被提出的帕尔马斯岛

案开始，所援引的四个案例前后横跨七十余年的时

间。各案对关键日期的关注各有侧重，但不可否认

的是，关键日期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已形成概念

性认识并在争端案件审理过程中得到运用。关键日

期是对争端当事方之间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从时

间维度的考察。第三方的行为不是确定争端关键日

期的考虑因素。现有确定关键日期标准的实践，多

指向争端当事方主张形成明确对立的时间，实质就

是与争端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权利冲突的时间。关

键日期的作用在于确定对与争端相关事实的考察时

间范围，其后发生的事实不能改变关键日期时存在

的情况。关键日期的确定将直接影响案件当事各方

所提证据的可接受性。

３．“报告”确定南沙群岛关键日期的依据分析
“报告”将南沙群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关键

日期确定为 １９４６年，但未阐明其确定依据。“报
告”文本有两处对关键日期的概念表述。“报告”

对关键日期的基本认识和理解，可反映出其确定

南沙群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关键日期的法理

认知。

“报告”的基本认识是，关键日期是领土主权争

端产生的时间，其后争端各方形成的自利性证据不

具可采性。这一认识似乎没有偏离上述对关键日期

的理论和实践考察结果。然而，“报告”从此认识出

发，对南沙群岛领土主权争端关键日期的确定存在

严重逻辑错误。“报告”认为，日本在二战后对南沙

群岛的放弃，使得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归属不明，导

致南沙群岛领土主权争端的产生。因此，日本放弃

的时间就是南沙群岛领土主权争端的关键日期。不

要说国际法上对关键日期的理论和实践已形成的共

识，即便就“报告”对关键日期问题的界定来看，“报

告”这一判断的也是对关键日期概念的断章取义。

“报告”只强调关键日期与争端状态的时间联系，而

无视关键日期是适用于判定争端当事方法律关系的

时间尺度。非争端当事方的行为不能用以确定争端

的关键日期。日本从未取得过南沙群岛的领土主

权，自始至终都不是南沙群岛领土主权归属争端的

当事方。“报告”以日本放弃作为南沙群岛领土主

权争端的关键日期，只能是一种牵强附会。

三、对“报告”确定南沙主权争端

关键日期的批驳

　　“报告”对关键日期片面理解，导致其对关键日
期的确定及各方行为效力和法律地位的分析失据，

必然使结论走向谬误。

１．日本行为不是确定南沙群岛领土争端关键日
期的依据

关键日期是考察争端当事方法律关系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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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状态的时间标尺。“报告”的定义和所援引案

例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关键日期只涉及争端当

事方，不涉及第三方。南沙群岛领土争端关键日

期的确定，首先要确认日本是否为南沙群岛领土

争端的当事方。日本在“二战”期间曾武力侵占南

沙群岛部分岛礁，其法律性质应属于交战占领。

而交战占领者并不享有主权
［２３］８３。日本无法因

“二战”期间对交战国中国领土南沙群岛的侵占而

取得其主权。日本从来不是南沙群岛领土争端法

律关系的主体。确定关键日期需要考虑的是对争

端所指向的法律关系的主张冲突和权利对抗。作

为与南沙群岛领土争端无关的第三方。从法律关

系主体角度考虑，不能以日本放弃南沙群岛作为

关键日期。

２．南沙群岛的法律地位不受日本行为的影响
日本实践是否会在客观对南沙群岛法律地位造

成影响？“报告”以日本放弃南沙群岛而确定关键

日期的逻辑推理是，日本“二战”后对南沙群岛的放

弃，使南沙群岛成为国际法上可被他国取得的领土。

在国际法上，如果一块土地曾经一度属于一个国家

而后来被放弃，它就成为其他国家占领的可能客

体
［２３］７５。国际法上的放弃是丧失领土的方式，使一

块土地不再属于现在所有国的主权
［２３］９６。换言之，

构成放弃的法律效力的前提是，一国拥有对所放弃

领土的主权。日本没有因“二战”期间对南沙群岛

的侵占而取得主权。其放弃也就不能构成国际法上

的领土放弃。南沙群岛也无法因此成为他国可实施

占领的客体。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法律地位不因

日本放弃而改变。

３．对日本实践的判断错误
“报告”以上述错误确定的关键日期为时间界

限，必然造成对各方实践的分析失据和对南沙群岛

领土争端的结论谬误。“报告”对日本在关键日期

之前实践的法律性质没有明确论述。其言下之意，

南沙群岛作为无主地，日本有权依国际法领土取得

规则实施先占。因此，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南沙群

岛部分岛礁的侵占属于无主地先占，已合法取得领

土主权。日本对南沙群岛的处置，抗议法国占领及

“二战”后放弃，都是一国对其所拥有的领土行使主

权的行为。然而，南沙群岛当时并非无主地。大量

的历史事实和充分的法理依据表明，南沙群岛自古

是中国领土。日本在南沙群岛的实践是未经主权

国中国同意的不法行为，其民间活动是未经中国

政府允许的非法活动，将南沙群岛编入领土的政

府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二战”后的放

弃是履行战败国的条约义务。日本不能依国际法

合法取得相应权利，而只应承担不法行为造成的

法律责任。

四、结　语

“报告”对南沙群岛领土主权争端关键日期的

确定存在严重逻辑错误。“报告”从相关国际司法

和仲裁实践中得出认为，关键日期是领土主权争端

产生的时间，其后争端各方形成的自利性证据不具

可采性。“报告”从此认识出发，将南沙群岛领土主

权归属问题的关键日期确定为１９４６年。日本从来
不是南沙群岛领土主权归属争端的当事方。关键日

期也只能只是适用于判定争端当事方法律关系，不

能以非争端当事方的行为确定争端的关键日期。这

一判断是无视南沙群岛领土争端的历史事实，对关

键日期断章取义理解和运用，必然导致分析和结论

的谬误。就南沙群岛的现实而言，确定南沙群岛主

权争端的关键日期，对于厘清领土争端中的真实法

律关系，确定领土主权最终归属有重要意义。作为

与南沙群岛领土争端无关的第三方，日本曾对南沙

群岛实施的非法行为不能作为确定南沙群岛领土争

端关键日期的依据，也无法改变南沙群岛是中国领

土的法律地位。针对日方在南沙群岛领土主权争端

问题上对关键日期的歪曲理解和错误适用进行批

驳，有助于廓清对关键日期的理论认识，防止国际法

相关理论在南沙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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